繁耶？简耶？让历史作出回答 

                                   本报记者 张树伟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向大会提交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字”的提案，该提案通过媒体的传播，一时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有个别媒体用“名声大振”来形容这个提案对潘庆林个人的价值。

    潘庆林的理由是：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

    因在“百家讲坛”讲《史记》而受众人瞩目的王立群教授，则在博客上对潘庆林提出的理由进行了逐条反驳，并认为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要能够提出一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有益的提案，对此类问题纠缠不休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网络媒体和众多网友纷纷参与讨论，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时间“繁简之争”仿佛形成了“口水漩涡”。

                      废简复繁有如此迫切？

  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提法是一个老话题，去年的两会期间，就有一群文艺界的委员提出在小学中增加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而在此之前，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曾在博客上撰文称50年内废除简化字。随着这个话题被重新提起，王干又重新写了一些博文，比如《简化字是“山寨版”汉字》、《简化字是盛世中国脸上的一颗痣》等。这次潘庆林的建议只是比王干的提法更心急些，由王干提出的50年废除简化字，变成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化。

  这是一个如此迫切的问题吗？

  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祈小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站在自己从事书法研究和创作的立场上来说，自己是认同繁体字的，繁体字有自己的文化信息和艺术美感，而简化字确实有一些粗疏的地方，但不能因为这些因素就把恢复繁体字作为一个“运动”，以改变汉字规范使用的现实。尽管，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繁体字的教育并没有明显地增加识字教育的难度，但也不意味着可以恢复繁体字，因为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议题上来时，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有必要恢复吗，恢复是为了什么？祈小春觉得，这种提议是不合时宜的，面对那些更重要的民生、教育等问题，这样的提议有避重就轻之嫌。

  而网络上的意见更是激烈，反对者认为这样的提议不过是折腾，是“雷人”提案。

                            简化字是官方推动？

  在建国以前，推行简体字的努力就一直在进行着。据了解，1909年，后来成为中华书局创办人和早期负责人的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字》，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教育中使用简体字的建议。随后，他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简化笔画多的汉字。此后，先后有钱玄同、黎锦熙、杨树达等人提出具体的汉字简化方案。随着学者对教育普及重要性的认同，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简体字的整理与推动中。如1930年出版的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可以说，对汉字进行简化成为当时一些文化人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继续进行，并由国家制定了相关的简化字表进行推行。

  尽管有官方力量的参与，但其核心的推动力还是来自民间，因此，有网友认为，简化字是民间力量推动的结果。从甲骨文开始就有简体字，很多字是繁简并存。历代都有简体字在民间流行，但被封建王朝视作“俗体”、“破体”，使其难登大雅之堂。使用简体字是百姓的一个千年之梦。而建国后简化字的推行是民间百姓的千年之梦的实现，是中国的一道光环。

                           废简复繁是一时冲动？

  长期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并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李行健先生认为，我们不用掩饰，建国后进行的简化字工作在某些枝节确实有问题，有些字的简化确实欠妥当，但这并不能够否定简化字对教育和文化的巨大作用；重新改回繁体字的难度之大很难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这种做法有悖于国家相关文字法规。李行健先生作为一个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语言学家，对文字的变化有着切身体会。他说，不要说恢复繁体字，就是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规范一两个字词的用法，其社会影响之大和难度之大都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历来是在变化中的，是趋向于便捷，尤其是群众使用的方便。他注意到，历来提出这类建议的代表、委员可能只是凭借某种冲动、激情提出这些想法。

  而网友丁启阵则把这些冲动和激情归结为古已有之的自大意识和优越感的膨胀。他觉得，现在汉字繁、简之争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在辨认、书写、阅读上利弊得失认识的争辩变为一种价值分歧：支持简化字的人，基本上还是把汉字当作汉语的书写工具，还是怀着“实用为贵，美观次之”的思想；但是，主张“复繁”的人，却不再停留于只把汉字当作汉语的书写工具，更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这不过是“亚健康心理的爱国者”，“以为老祖宗留下的一切都是宝贝”。

                                历史之轮能回转？

  繁简之争的背后，立着这样那样的大旗，有着各自不同的口号，但教育界的一些人认为，其核心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认识繁体字就能实现的，比如北京大学的苏培成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强调：“汉字简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造成什么消极影响。认识繁体字的人也不一定就能读懂古书。因为大多数古书用的是文言文，认识繁体字的人还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学习，才有可能读懂文言文。有能力直接读懂文言文，从来就是少数专家的事，而不是普通民众要具备的本领。普通民众要通过专家的研究、翻译、讲解间接地继承传统文化。”

  抛开文化的“旗帜”之后，繁简之争涉及一个最要紧的问题，那就是教育。要“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设想势必通过教育来实现。

  当记者提到去年部分政协委员提出在小学实施繁体字教育和今年潘庆林委员提出废除简体字的“时间表”时，一所知名小学的校长私下表示，这种思路是不可行的，如果真的要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自然要从小学教育开始。而小学的教育负担已经够重了，小学教育要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不要把各种各样的“菜”都往小学教育的筐里去装，繁体字教育也是如此，中华文明的传承有自己的“命运”，不会轻易中断的，简化字要是能中断中华文明的传承，那真是小看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了。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一直热心在中小学推动书法教育，但他认为恢复繁体字是绝对不可行的。作为书法家，他经常要写繁体字，并认为写繁体的功底是在小学时打下的基础。他回忆说，学习繁体字的难度确实比简体字大，写起来也困难得多。如果要有个折中做法，他认为让有兴趣的学生认识一点繁体字是可以的，比如在书本中的简体字后面加上括号写上繁体字，但这种学习绝不能成为考试的内容，只是为培养一部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郭振有强调说，历史的车轮开到今天不能倒回去，车轮往回倒，带来的问题将是教育和社会上的一片混乱。

    民国时期努力推行繁体字的钱玄同先生说过，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体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这句话似乎没有过时。

       链接

                  日本的汉字简化

  1945年日本处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在麦克阿瑟的统帅下，开始了汉字的简体化进程。同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报知新闻》发表社论《废止汉字》。紧接着，麦克阿瑟主导下的日本政府颁布了著名的汉字改革文件，规定了1850个“当用汉字”。1946年到1962年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汉字进行简化的声音，如1956年的日本国语审议会会长森户辰男公开表示，汉字全废不予考虑。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正式终止了汉字拉丁化改革。1981年，日本内阁对汉字简化和限制汉字政策做了缓和性的调整，不再禁止使用所有字体的汉字，只是提倡使用“常用汉字”，至此关于汉字的废除和保留之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韩国的“去汉字化”

  李氏王朝第四代君主世宗力图摆脱汉文的束缚，建立自己的语文体系，同时也为给百姓提供更易学易写的文字，创造了朝鲜半岛最早的“训民正音”（也称“谚文”），意思是“非正式文”。后日本入侵朝鲜后，北部朝鲜废止汉字，南部韩国则韩文和汉字并行使用。1948年韩国公布专用“韩文”的法律；1970年禁止在小学教导汉字，全面实施韩文；1980年，韩国加速“去汉字化”的进程。这些行为使韩国产生了文化断层，同时也给其带来严重的民族文化危机，除此之外还使其国民语文程度越来越低。为了解决民族文化危机，韩国一批前总理联名上书现任总统李明博，建议从小学开始教学生汉字。（孔华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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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字的来源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推行简化字。简化字特指由我国政府确定并推行的法定简体字，其规范形体收入1986年国务院批准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中。

  文字是书写语言的工具，作为工具，就要求它便于使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趋势十分显著。简化字伴随着汉字的产生而产生，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汉字就有了简体形式。如“车”，有的形体是用一横穿着两只轮子，有的则把车体、轮子和车前部都展示出来。这种变化主要在简省，在以后各个时代又有所发展。战国时期俗体字流行，其中最常见的是简体，如“云”、“气”。秦始皇推行的小篆将汉字从以图形为主转变为以线条、符号为主，简便程度超过它以前的文字。隶书的字形更是按由繁到简的方向演变，简化了汉字结构，减少了笔画。南北朝以来，楷书、草书、行书中不断有简体字产生，名家书帖、手抄经卷、碑刻等中有大量简体字。

  现行简化字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通过搜集、整理、筛选千百年来在民间通行的简体字，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确定简化字体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确定的。有学者从《简化字总表》的第一表、第二表中选取388个字头进行了溯源研究，得出如下数据：

  始见于先秦的共49字，占12.63%；

  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

  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

  始见于隋唐的共31字，占7.99%；

  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

  始见于元朝的共72字，占18.56%；

  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

  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

  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有1个字，占0.26%。

  现行简化字形体基本遵照汉字的基本体系和构形特点创造，具有历史继承性和体系性。从汉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有很多简化字显然优于繁体字。比如，繁体“衆”早已成为字形讲不出道理的记号字，简化字“众”则是很好的会意字。繁体字“塵”是造得不很成功的会意字（籀文本从三“鹿”，大概表示众鹿疾奔尘土飞扬的意思），不经解释很难直接会意出“尘土”的意思，但简化字“尘”就很好理解。繁体“滅”是声旁已经不起表音作用的形声字（因为右边表音的部分早已不独立使用，一般人不认识），简体“灭”则是相当成功、表意明确的会意字。繁体“叢”的结构也难以说清，简体“丛”的“从”旁却有很好的表音作用。“驚”简化为“惊”，将从“马”变为从“忄”，更准确地显示出心理活动的类别。“護”简化为“护”，用“扌”表示动作特点更准确。（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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